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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长江经济带先进制造业的生产 

效率评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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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进制造业生产效率事关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论文运用三阶段 DEA 模型，对我国长江经

济带11个省市2012—2016年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进行评价研究，并探究东中西部之间以及省域间的差异化特征。

研究发现，5 年来，我国长江经济带先进制造业整体生产效率较高，但剔除了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影响后，效率值

受到显着影响，其中，规模效率是制约长江经济带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并且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生产

效率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为此，应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城融合、统筹协调区域发展，从而促

进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提高我国整体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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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将我国

由制造大国打造成为制造强国。这是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所提出的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当前，全球的产业

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太改变，世界上各个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的战略，将发展制造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试图

重新塑造制造业的新竞争优势。美国在《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中提出，要优先突破先进制造业、清

洁能源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并通过了《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这表明制造业的复兴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美国工作

的重心；欧盟发布的《强大的欧盟エ业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复苏》也提出了“再制造化”的战略，将“先进制造业”设定为加

大创新投入的“六大优先领域”之一，主张通过加强对制造业生产中已有的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形成

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优势；韩国提出的“制造业创新 3.0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促进制造业与信息技术的融合，重点发展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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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医疗、机器人等 13个先进制造业领域。可见，先进制造业的竞争受到各国的密切关注。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依赖大量的劳动、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

甚至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制造业发展模式。长江经济带包含 11个省市，横跨我国的东部、西部和中部，以占全国 42.77%的人

口和 21.34%的国土面积创造出了 43.22%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之一。长江经济带先进

制造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我国整体先进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因此，对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进

行评价，分析比较地区差异，对长江经济带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我国整体先进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

义。 

2 文献综述 

关于先进制造的内涵和模式研究。“先进制造”的概念在学术界尚未有统一定义，不同的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见解。于波和

李平华
[1]
认为，先进制造业是在产业升级背景下，在原材料的供应、产品的制造、产品的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产业价值链中，大

规模地采用先进技木，所形成的智能、高精、网络、集成、集约的ー种产业形态；李慧等
[2]
认为，先进制造业时“先进”主要体

现在产业上、技术上、管理上和发展模式上，不仅包括高科技产业，还包括部分应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的传统制造业；潘辉等
[3]

认为，先进制造业是位于制造业价值链的上端，采用先进的技术，具有较大的附加值、较好的成长性和较强的带动性的知识密

集型产业;黄烨菁
[4]
从制造模式创新、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制造与服务功能关联三个视角解读了先进制造业的内涵，认为先进制

造业具有丰富的内涵，是从技术创新到组织形态的创新高度融合的结果。 

关于生产效率评价研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效率的测度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 —种是随机前

沿分析方法(SFA)。Hashimoto & Haneda
[5]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日本制造业的研发效率进行了研究；牛泽东和张倩肖

[6]
利用基

于产出距离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以 1997—2010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 7个子行业为样本，对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进行了

测度；黄贤凤等
[7]
首先釆用 DEA方法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整体上的评价，再通过最优分割聚类方法分析创新效率的

行业分布，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创新的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水平均偏低，提高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在于提高规模

效率；徐建中和曲小瑜
[8]
运用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并且考虑了环境污染和能源消

耗的影响。 

生产效率实现路径方面，国内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曹东坡等
[9]
选取长三角 3个省市的相关数据，运用协同理论，从系

统的角度研究了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具有显着优势的高端服务业与长三角的先进制造业

正处于协同发展的阶段；李金华
[10]
研究了在新エ业革命、制造模式发生变革的大背景下，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现状，研究结

果表明，我国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与生产能力、创新驱动能力明显落后于制造业强国，我国应加快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实现复杂技术等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并且应在尖端制造业方面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孙金秀
[11]
分别从产业科技创新

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发展效率以及发展效益建立了现代流通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了测

度二者协同性的方法。 

综上所述，目前对先进制造业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局限性：缺乏对先进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相关研究；对技术创新

的测度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数据包络分析法是ー种非参数估计方法，不需要设定参数，也不需要提出前提假设条件，但是它

没有考虑到系统误差的影响。相较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随机前沿分析是ー种参数估计方法，考虑到了统计可能存在的误差，

但是分析时的生产函数是人为设定的，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为此本文借鉴李金华
[12]
和孙金秀

[11]
的研究成果,选定了 11个制造业子行业为先进制造业范畴，具体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和

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医药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

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在效率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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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方面，采用三阶段 DEA 模型，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对效率值的影响，选取 2012—2016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相关数

据，对上述选定的 11个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省域间的差异化特征，并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提出对策和建议。 

3 研究方法与评价模型 

三阶段 DEA 模型由 Ried 等
[13]
提出，是在传统 DEA 模型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Fried 认为，传统的 DEA 模型没有考虑环境因

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他在 1999 年发表的论文中，剔除了环境因素的影响；在 2002 年发表的论文中，同时考虑了环境因素和

随机误差的影响。所谓的三阶段 DEA 模型，就是在传统 DEA 模型的基础上剔除了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对决策单元效率评价的影

响，从而更客观地对决策单元的效率进行评价。 

3.1第一阶段：利用 DEA-BCC模型测算初始效率值 

在第一阶段，使用原始的投入和产出数据，对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进行评价。测算出的先进制造业

的综合技术效率(TE)进ー步被分解为规模效率(SE)和纯技术效率(PTE),并且综合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 

3.2第二阶段：使用 SFA模型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 

使用 SFA 模型对第一阶段计算出的反映初始低效率的松弛变量进行回归，将松弛变量分解为环境因素、随机噪声和管理无

效率三种构成因素，目的是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对效率测度的影响，将所有的决策单元置于相同的外部环境之中，调整公

式如下： 

 

式中： 表示调整后的投入量，Xni 表示调整前的投入量， 是对外部环境进行调整， 是

将所有的决策单元置于相同的运气水平之下。调整后的所有省市的先进制造业处于相同的环境因素和运气水平之下。 

3.3第三阶段：对调整后的投入变量进行 DEA效率分析 

对第二阶段进行了调整后的各决策单元的投入变量再次进行如第一阶段的效率分析，得到了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影响

后的效率值，并与第一阶段测算出的效率值进行比较分析。 

4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空间上，以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为最小决策单元,11 个省市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

四川、云南、贵州。遵循指标的科学性、可比性、可操作性以及重要性等原则，本文最终采用三要素投入(人力资源投入、资金

投入、资本投入)和两产出要素(经营水平和利润水平)来量化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 

在投入要素的指标选取上，采用各省市先进制造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万人)来衡量人力资源的投入，采用各省市先

进制造业的负，合计(亿元)来衡量资金投入，采用各省市先进制造业的固定资产合计(亿元)来衡量资本投入。在产出要素的指

标选取上，采用各省市先进制造业的工业销售产值(亿元)来衡量经营水平，采用各省市先进制造业的利润总额(亿元)来衡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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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水平。 

在环境变量的选取上，本文从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城市化水平三个方面选取相关指标作为不可控的外部因素。采用

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采用进出口总额(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

水平，采用年末城镇人ロ比重(％ )来衡量城市化水平。 

本文投入要素、产出要素以及环境变量的指标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 

5 长江经济带先进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 

5.1第一阶段实证分析结果 

通过 DEAP2.1软件，运用投入导向的 DEA-BCC模型对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进行测算，测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根据表 1的测算结果，从整体上看，2012—2016年，长江经济带先进制造业的综合技术效率均值分别为 0.926、0.888、0.885、

0.916、0.919,纯技术效率均值分别为 0.963、0.958、0.962、0.975、0.981,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 0.962、0.929、0.922、0.941、

0.938，效率均处在较高的水平上。从有效地区的数量上看，长江经济带先进制造业综合技术效率有效的地区，2012 年、2013

年和 2015 年均为 4 个，2014 年为 3 个，2016 年为 5 个；纯技术效率有效的地区，除 2012 年和 2014 年为 6 个外，其余年份均

为 7个；规模效率有效的地区，2012年和 2013年为 4个，2014年为 3个，2015年和 2016年均为 5个。 

从各省市来看，上海、江苏、江西 3个省市 5年来均处在效率的前沿面；湖南除了 2014年外，其余年份也均为 DEA有效；

其余的份均不同程度地处于无效率的状态。浙江、湖北、四川 3 个省份的无效率主要来源于纯技术效率偏低，规模效率偏低也

是制约安徽、重庆、贵州、云南综合技术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说，第一阶段的测算没有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的影响，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管理无效率的程度,各省市的效率值仍

然需要进ー步调整。 

表 1 2012—2016年我国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年份 
生产效

率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均值 

 TE 1 1 0.850 0.975 1 0.882 1 0.935 0.950 0.876 0.720 0.926 

2012 PTE 1 1 0.853 0.977 1 0.889 1 1 0.957 1 0.915 0.963 

 SE 1- 1- 0.997 ↓ 0.998 ↑ 1- 0.992 ↑ 1- 0.935 ↑ 0.993 ↑ 0.876 ↑ 0.787 ↑ 0.962 

 TE 1 1 0.824 0.968 1 0.932 1 0.835 0.814 0.704 0.696 0.888 

2013 PTE 1 1 0.828 1 1 0.957 1 0.907 0.846 1 1 0.958 

 SE 1- 1- 0.994 ↓ 0.968 ↑ 1- 0.974 ↑ 1- 0.921 ↑ 0.962 ↑ 0.704 ↑ 0.696 ↑ 0.929 

 TE 1 1 0.846 0.940 1 0.863 0.999 0.936 0.843 0.639 0.666 0.885 

2014 PTE 1 1 0.848 0.986 1 0.877 1 0.989 0.877 1 1 0.962 

 SE 1- 1- 0.997 ↓ 0.953 ↑ 1- 0.984 ↑ 0.999 ↑ 0.946 ↑ 0.961 ↑ 0.639 ↑ 0.666 ↑ 0.922 

 TE 1 1 0.852 0.989 1 0.957 1 0.917 0.882 0.784 0.695 0.916 

2015 PTE 1 1 0.852 1 1 0.976 1 0.978 0.915 1 1 0.975 

 SE 1- 1- 1- 0.989 ↑ 1- 0.98 ↑ 1- 0.938 ↑ 0.963 ↑ 0.784 ↑ 0.695 ↑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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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 1 1 0.857 1 1 0.985 1 0.915 0.913 0.74 0.699 0.919 

2016 PTE 1 1 0.888 1 1 0.992 1 0.97 0.94 1 1 0.981 

 SE 1- 1- 0.965 ↓ 1- 1- 0.993 ↑ 1- 0.943 ↑ 0.972 ↑ 0.740 ↑ 0.699 ↑ 0.938 

注：TE 表示综合技术效率，PTE 表示纯技术效率，SE 表示规模效率。“-”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表示规模报酬递増，

“↓”表示规模报酬递减。 

5.2第二阶段实证分析结果 

将第一阶段 DEA 分析结果中三个投入要素的松弛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城市化水平三个环

境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做 SFA回归，数据测算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SFA回归结果 

指标 年份 人力资源投入 
松弛变量 

资金投入 
松弛变量 

资本投入 
松弛变量 

 2012 -105.438
***
 -3 231.910

***
 -631.709

***
 

常数 

项 

2013 -19.855
***
 59.014 1 310.871 

***
 

2014 -15.048 -1 575.195
***
 634.363

***
 

2015 -50.828
***
 -2 858.970

***
 -964.768

***
 

 2016 176.919
***
 5 593.747

***
 -1 376.580

***
 

 2012 -44.283
***
 -1 698.367

***
 -396.153

***
 

对外 2013 18.457
***
 757.411

***
 864.380

***
 

开放 2014 -26.262 -1 024.328
***
 174.185

***
 

水平 2015 4.956
***
 223.082

***
 -500.494

***
 

 2016 161.810
***
 5 175.089

***
 -1 062.568

***
 

 2012 1.565
***
 53.172

***
 14.655

***
 

产业 
结构 

2013 0.443
***
 11.749

***
 -5.098 

2014 1.196
***
 52.277

***
 12.367

***
 

2015 0.510 29.381
*
 16.571

***
 

 2016 -0.578
***
 -16.836

***
 26.599

***
 

 2012 43.174
***
 1 308.521 

***
 -228.403

***
 

城市 2013 -69.404
***
 -3 329.515

„
 -3 620.302

***
 

化水 2014 -111.465
***
 -2 876.023

***
 -3 491.201

***
 

平 2015 0.852 52.694
***
 101.749

***
 

 2016 -417.848
***
 -13 479.594

***
 68.258

***
 

注：上角标***、**、*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参数 T检验，数据由 Frontier4.1软件测算完成。 

由于第二阶段是针对各个年份的投入松弛变量进行的回归分析，松弛变量的存在表明效率并未达到最优。当环境变量的系

数值为正时，表明环境变量的増加会导致松弛变量的増大，从而效率降低；反之，当环境变量的系数值为负时，表明环境变量

的増加会导致松弛变量减小，从而效率提高。下面说明各环境因素对投入松弛变量的影响。 

(1)对外开放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对各投入松弛变量的系数正负不一，对人力资源投入以及资金投入的系数在 2013年、2015

年、2016 年为正，2012 年和 2014 年为负，对资本投入的系数在 2012 年、2015 年和 2016 年为负，2013 年和 2014 年为正。系

数为负，表明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三个投入松弛变量的减少，促进了效率的提高，这与预期一致；反之，对外开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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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低会使三个松弛变量增加，不利于效率的提高，这可能是由于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我国可以进ロ更多国外质优价美的先

进制造业产品，从而对本国的先进制造业造成一定的冲击。 

（2）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对三个投入变量的系数除了 2013年资本投入松弛变量和 2016年人力资源投入和资金投入松弛变

量为负外，其余系数均为正。系数为负，表明产业结构的调整会使三个投入松弛变量减少，促进效率的提高；系数为正，表明

产业结构的调整会使投入松弛变量増加，效率降低。这可能是由于长江经济带的先进制造业在历经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受到

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实行“再制造化”的高端回流的双重影响，所以，我国应该注重提高先进制造业

的创新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提高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 

（3）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对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城市化水平越高，意味着农业人口以及其他生产要

素向城市转移，将使全社会的要素配置趋向合理化，进而对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城市化水平对投入松弛变量的系

数也有正有负。系数为负，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长江经济带先进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系数为正，表明城市化水平

的提高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与城市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也会随之提高的预期不一致，原因可能是城市化水平越高，越

来越多的农村劳动カ向城市转移，从而先进制造业的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工资水平降低，影响了生产积极性，也可能是劳动

力的素质得不到保证，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生产效率的提高。 

上述结果表明，环境因素对决策单元的生产效率有影响，如果不将决策单元调整到相同的环境水平下，将会使测算出来的

生产效率产生偏差。 

5.3第三阶段实证分析结果 

将第二阶段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影响后的三个投入变量再次代入到第一阶段的模型中，运算结果见表 3所示。 

（1）表 3结果显示，整体而言，第三阶段长江经济带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值与第一阶段存在显着差异，这表明第一阶段

测算的效率值存在被高估或低估的情况，第三阶段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后的效率值更加合理。 

通过图 1 可知，第一阶段计算出的平均综合技术效率值分别为 0.926、0.888、0.885、0.916、0.919，第三阶段平均综合

技术效率值分别为 0.832、0.789、0.823、0.831、0.845，表明 2012—2016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平均综合技术效率值明

显被高估。同理可得，平均纯技术效率与平均规模效率也被高估。从二者被高估的程度上看，调整后的平均纯技术效率只有小

幅度的下降,而相比较之下,平均规模效率下降的幅度则更大，表明规模效率更容易受到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所以，规

模效率是制约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先进制造业生产效率的主要原因。 

（2）从省域间效率值的变化来看，比较表 1 和表 3,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影响后，处在技术效率前沿面的省份，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保持不变，2013 年由调整前的 4 个变为 3 个，调整后的湖南不再处于技术效率的前沿面，2015 年由 4 个

变为 2个，调整后江西和湖南不再处于技术效率的前沿面。 

（3）下面以几个典型的省市为例，对调整后的结果进行分析。2012—2016年，上海和江苏无论是调整前还是调整后，均处

于效率的前沿面；江西调整前全部处于技术效率的前沿面，调整后，除了 2015年由于规模效率有所下降导致效率的降低，其余

年份也均处于效率的前沿面。表明这 3 个省市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高，整体而言，管理水平以及产业发展均处于较高的水平

上,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 

安徽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在调整后除了 2016 年处在技术效率前沿面外，2012—2015 年的综合技术效率均有所下降，下

降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依靠高投入驱动生产的模式难以维持，需要转变发展模式，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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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2—2016年长江经济带先进制造业调整后的生产效率 

年份 
生产效

率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均值 

 TE 1 1 0.848 0.929 1 0.874 1 0.921 0.846 0.358 0.379 0.832 

2012 PTE 1 1 0.85 0.956 1 0.922 1 1 0.878 1 0.952 0.960 

 SE 1- 1- 0.997 ↓ 0.972 ↑ 1- 0.949 ↑ 1- 0.921 ↑ 0.963 ↑ 0.358 ↑ 0.398 ↑ 0.869 

 TE 1 1 0.825 0.911 1 0.838 0.95 0.783 0.736 0.268 0.367 0.789 

2013 PTE 1 1 0.845 0.983 1 0.909 0.995 0.931 0.815 0.974 1 0.950 

 SE 1- 1- 0.976 ↑ 0.927 ↑ 1- 0.923 ↑ 0.955↑ 0.841 ↑ 0.903 ↑ 0.275 ↑ 0.367 ↑ 0.833 

 TE 1 1 0.871 0.938 1 0.859 0.941 0.888 0.815 0.364 0.376 0.823 

2014 PTE 1 1 0.872 1 1 0.904 0.963 0.941 0.867 0.973 1 0.956 

 SE 1- 1- 0.999 ↑ 0.938 ↑ 1- 0.950 ↑ 0.977 ↑ 0.943 ↑ 0.940 ↑ 0.374 ↑ 0.376 ↑ 0.863 

 TE 1 1 0.847 0.955 0.922 0.866 0.984 0.905 0.841 0.404 0.413 0.831 

2015 PTE 1 1 0.853 0.991 1 0.939 1 0.994 0.898 1 1 0.971 

 SE 1- 1- 0.993 ↑ 0.964 ↑ 0.922 ↑ 0.922 ↑ 0.984 ↑ 0.91 ↑ 0.936 ↑ 0.404 ↑ 0.413 ↑ 0.859 

 TE 1 1 0.875 1 1 0.885 1 0.879 0.809 0.455 0.393 0.845 

2016 PTE 1 1 0.889 1 1 0.886 1 0.952 0.841 1 1 0.961 

 SE 1- 1- 0.984 ↓ 1- 1- 0.999 ↓ 1- 0.923 ↑ 0.962 ↑ 0.455 ↑ 0.393 ↑ 0.883 

注：TE表示综合技术效率,PTE表示纯技术效率，SE表示规模效率。“-”表示规模报酬不变，“↑”表示规模报酬递増，“↓”

表示规模报酬递减。 

贵州和云南调整后的综合技术效率大幅度下降，且远远低于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的平均综合技术效率。这两个省份规模效

率下降的幅度均大于纯技术效率下降的幅度。2012—2016年，贵州规模效率的下降幅度分别为 59.13%、60.94%、41.47%、48.47%、

38.51%,云南规模效率的下降幅度分别为 49.43%、47.27%、43.54%、40.58%、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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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区域效率来看，长江经济带存在明显的梯度特征。根据中国统计局的划分，将长江经济带的 11 个省市划分为东部、

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域范围。东部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表 4〜6列出了长江经济带东部、中部和西部各效率值调整前后的对比。 

表 4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综合技术效率东中西部对比 

年份 阶段 东部 中部 西部 

2012 
第一阶段 0.950 0.964 0.626 

第三阶段 0.949 0.951 0.626 

2013 
第一阶段 0.941 0.975 0.539 

第三阶段 0.942 0.925 0.539 

2014 
第一阶段 0.949 0.951 0.611 

第三阶段 0.957 0.935 0.611 

2015 
第一阶段 0.951 0.987 0.641 

第三阶段 0.949 0.932 0.641 

2016 
第一阶段 0.952 0.996 0.634 

第三阶段 0.958 0.971 0.634 

 

从表 4 可以看出，调整后的综合技术效率，东部和西部基本保持不变，中部有明显降低。总的来说，东部和中部的综合技

术效率相差不大，都保持在 0.92以上，西部的综合技术效率值远低于东部和中部，基本保持在 0.6左右。表 5显示的纯技术效

率对比，调整前后，东部、西部和中部的纯技术效率变化都不大，并且三者的纯技术效率都在 0.93以上，其中中部的技术效率

最高，因此，导致东部、中部和西部三者技术效率差距的原因在于规模效率的大小。从表 6 可以看出，东部的规模效率普遍较

高，中部的规模效率普遍低于东部，但 2016年中部的规模效率超过东部；相比于东部和中部，西部的规模效率偏低，这表明西

部规模效率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对先进制造业的人力资源、资金和资本等要素投入不足，并且资源利用率低，地区的产业规模

未能实现规模效应，所以，提高西部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重点在于加大对先进制造业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优化资源配置、

扩大企业规模。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三阶段 DEA模型对 2012—2016年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对外开放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等环境因素对长江经济带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有显着影响，各环境因素对

先进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都具有两面性，需要把握一定的“度”，才能发挥外部环境的正向作用。为此，需要正确看待各外部

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2）第一阶段结果显示，我国长江经济带先进制造业整体的综合技术效率(TE)较高，但是在第三阶段，剔除了环境因素和

随机误差的影响后，综合技术效率受到显著影响。 

表 5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纯技术效率东中西部对比 

年份 阶段 东部 中部 西部 

2012 第一阶段 0.951 0.967 0.958 

第三阶段 0.950 0.97 0.958 

2013 第一阶段 0.943 0.989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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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0.948 0.972 0.930 

2014 第一阶段 0.949 0.966 0.945 

第三阶段 0.957 0.967 0.945 

2015 第一阶段 0.951 0.994 0.973 

第三阶段 0.951 0.983 0.973 

2016 第一阶段 0.963 0.998 0.948 

第三阶段 0.963 0.972 0.948 

 

表 6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规模效率东中西部对比 

年份 阶段 东部 中部 西部 

2012 第一阶段 0.999 0.998 0.66 

第三阶段 0.999 0.98 0.66 

2013 第一阶段 0.998 0.986 0.597 

第三阶段 0.992 0.951 0.597 

2014 第一阶段 0.999 0.984 0.658 

第三阶段 1.000 0.966 0.658 

2015 第一阶段 1.000 0.992 0.666 

第三阶段 0.998 0.948 0.666 

2016 第一阶段 0.988 0.998 0.683 

第三阶段 0.995 1.000 0.683 

    

（3）整体而言，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平均纯技术效率有小幅度的下降，平均规模效率下调幅度较大，表明规模效率

是制约长江经济带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 

（4）将长江经济带的 11 个省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域范围，三者之间纯技术效率水平都较高。对于规模效率

(SE), —般来说，东部的规模效率最高，中部次之，西部与东部和中部有显著的差异。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启示： 

（1）进ー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利用长江经济带的经济优势和政策优势，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积极实行“走出去”

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战略，在引进国外制造业先进管理方式和技术的同吋，更要培育出ー批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强

企业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培育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2）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加大对节能减排工作的投入，同时增加企业的污染排放成本，逐步实现从第二产业主

导向第三产业主导的转变，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等战略提供的契机，积极实行产业转移，促进国内产业

结构的优化。 

（3）政府要致力于提高新型城市化水平，促进产业发展与新城发展的融合，发挥产城联动效应；利用各生产要素的转移，

优化资源配置；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企业要加强对员エ的培训，完善内部激励机制，保障员ェ的

基本生活水平，保证劳动力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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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省市应针对不同的规模收益状态，因地制宜地釆取不同的发展方式。对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省市，需要加大人力、资

本、资金等要素的投入，优化内部管理水平；对于规模报酬递减的省市，应优化资源的配置、提高现有资源利用率，促使向质

量效益型转变。 

（5）规划建设好产业园区，提高园区的亩产效率，通过人口聚集和产业聚集获得规模效应。同时，统筹协调区域的发展，

设立长江经济带经济合作中心，加强各省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关键技术的突破上加强合作，优势互补，促进长江经济带一体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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